
外企裁員潮：大家還能「都有美好的未來」嗎？

一名今年剛被裁的前外企人感嘆：「今日不同往日了，今日中國的外企，就像49年的國軍。」

2021年4月15日，中國北京，季節性沙塵暴期間，一名婦女在床邊眺望中央商務區。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編者按】美國總特朗普於4月3日發布行政命令，為各國增設了不同關稅稅率，其中，中國大陸為

34%。連同此前的20%，美對中關稅總稅率達到了54%。在中國採取反制措施、增設對美關稅後，

這個數字又於4月7日和9日接連漲到104%和125%，最終定格在145%，其他國家與地區則暫時調

整為10%。

「對等關稅」政策的提出和兩國之間帶有報復性質的來回加碼，不但引發了股市的激烈變動，也引

起了各行業的關注和擔憂。出於「降低成本」這一目的而選擇在中國出資建廠、開展業務的外企同

樣受到了波及，凱杰等多個外企公司發出了聲明，稱會採取「啟動全球供應鏈應急響應機制」等方

式，以應對時局的不穩定。

政策的影響往往會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得到體現，但對於外企的前景，許多人卻一致不報期待。一些

觀點認為，「高關稅的稻草，終會壓在外企身上」。

事實上，早在特朗普發動新一輪關稅戰之前，外企在中國的發展似乎就已經陷入停滯。自2023年開

始，外企加速「告別」中國。與2010年代初期撤離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相比，這一次以中高端

產業為主，包括知名科技企業惠普、IBM、思科等和傳統汽車企業本田、三菱等。

除因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外，近幾年外企的撤離更多出於對中國經濟放緩、貿易戰、疫情期間中國政

策的不確定性和供應鏈安全等考慮。為了輓救外企對中國的信心，2024年中國政府集中出台不少文

件與措施，提出服務業擴大開放、製造業准入「清零」、保障外企國民待遇等。

但短時間內，這些措施並不能扭轉外企集中撤離加劇的失業問題。儘管有眾多「民族企業」填補了

中高端製造業的空白，但曾經大力倡導狼性文化、996福報、35歲定律的中國大廠，早已深刻扭曲

了中國職場。對普通人來說，外企的離開意味著優質就業機會的減少，在日益「本土化」的過程

中，外企職場文化也被「內卷」與「內鬥」同化。

而在近幾年中國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過程中，中國企業也開始對外企「祛魅」，曾經充滿光環的

「外企人」被認為競爭力不如本土從業者。在失去了有尊嚴的工作後，他們正在痛苦地適應「不把

人當人」的本土企業。



2025年4月9日，中國北京，證券商內的屏幕顯示著股指信息。攝：Tingshu Wang/Reuters/達志影像

遍地裁員：「今日的外企，好像49年的國軍」

裁員的決定抵達時，趙檬沒多追問理由。她木然地登出帶有公司後綴的outlook、交出工牌，往六

人同事小群裏發了這個消息。再打開，是一連串的「恭喜你」。

沒人真的期待「被裁」。只是經過一年的惶惶不安，她們終於認清一個現實：在如今的外企，大範

圍離職是遲早的事。

趙檬入職的這家外企規模並不小，分公司遍布上海在內的多個城市，在當地做房地產工程開發。對

員工也不苛刻：2021年，23歲的趙檬從國企跳槽到這家外企位於深圳的分公司，做交通規劃設計

師，領導在她報出的比上家公司高了二分之一的薪資基礎上，又幫她多申請了五百元。氛圍一向輕

鬆：雙休、八小時工作制是常態，加班反而需要寫申請。

變化是在2023年底、趙檬入職兩年後到來的。房地產行業的持續下行和Covid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疊

到了一起，拉長了公司回款的時效。領導開始在每月月初盯著財務報表分析，接著叫人進辦公室

「開個會」。再出來時，這名同事在外企版釘釘——Teams軟件上的痕跡就會被永久凍結了。

「有人會備註已離職，有事請找誰誰誰，有人如果長期是『無狀態』，我們就會看關係網，沒有領

導也沒有下屬了，就證明被裁了。」趙檬說。像是一場週期性的生存遊戲，月初未被叫到，就代表

這一整個月都不會被裁；安全牌在月底清零，下個月又要重新陷入到精神繃緊再猛然鬆開的循環

裏。

Teams上熄滅的頭像在增多，恐慌也在辦公室裏傳染，誰都摸不清裁員的依據。「一個商務助理工

作十年了，但在非常早期就被裁了。」趙檬說，她們慢慢相信，裁到誰，其實都「沒差的」。

挨到去年5月，趙檬終於收到裁員通知，領導例行公事地交代了兩句，沒給她交接工作的時間就收

走了工牌。五個月後，一位關係不錯的同事也離職了，三百多人的工作大群裏，只剩下84個暫時的

倖存者。

在趙檬和同事離職的2024年，大量有關「外企裁員」的發帖同步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湧現，發帖

人的IP從上海、深圳、北京蔓延到蘇州、天津、南京。涉及行業也在變多：公關類、服務類、金融

業、製造業。許多人不由恐慌：向來穩健、背靠國際資源的外企真的靠不住了？

在中國大陸，外企一般包括中外合資、中外合作與外商獨資企業。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

接踵而至的外企不但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2021年8月23日的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肯定道：外資企業以佔市場主體2%的

比重，帶動了約4000萬人的就業，佔全國城鎮就業人口的1/10，貢獻了1/6的稅收，2/5的進出口。

充分說明其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參與者、見證者和貢獻者」。

前外企人們在評論區裏拼湊出了外企突然大量裁員的原因：當今經濟下行，只能通過「無差別」裁

員來降本增效。

2020年3月2日，中國北京，上班族戴著防護口罩乘巴士離開辦公室。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林昊恩在位於上海的一家美國企業做「內部審計」，對公司的销售、采购、存货等流程進行審查和

匯報。今年大年夜剛過，他就收到了Global（指和全球業務相關的職位或部門）的一通線上會議邀

請：為了控制成本，公司決定將位於全球各地的內審部門全數裁掉，內審工作今後全部外包給四大

會計事務所。

「我們六十多個人，中國的，菲律賓的，全都被裁了。」林昊恩推測：疫情之後，全球經濟環境都

沒緩和過來，裁員不只針對中國。

類似「全球共沈淪」的想法，讓小紅書上許多被裁的外企人找到一絲慰藉。但同樣在今年被裁員的

王思諾認為，在裁員這件事上，並非世界各國的員工都是「一根繩上的螞蚱」。

2022年本科畢業後，王思諾入職了一家位於北京的外企，為客戶出示證券投資的風險報告。對於今

年2月底的被裁通知，她早有預料：從去年起，業務量明顯變少，等到被裁前兩週，要做的工作已

經少到能忽略不計了。

和同樣在當天「畢業」的同事互相安慰時，她倆聯想到去年年底公司在馬來西亞開了新辦公室的決

策，很快得出一個結論：在中國大幅裁員，是因為公司在全球佈局的變化。這兩年，在中國扎根數

年的外企將部分或全部業務線撤出的新聞案例並不少見。

2023年，《日經報導》稱，索尼公司已完成了相機生產線轉移，將其主要工廠遷至泰國；2024年8

月，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宣佈，將中國系統實驗室的研發工作轉移到海外其他IBM基礎設施基

地；據多家媒體報導，自2023年起，蘋果、惠普、戴爾、聯想等品牌逐步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至越

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

對於外企資源的流出，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司長朱冰在今年2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國務

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外資企業產能轉移有三個原因，一是「國內勞動力包括土地成本的上

升」，二是外企在「順應國內產業升級趨勢，調整在華投資佈局」，三則是受到地緣政治等因素影

響。但整體來看，外資是「有進有出、有增有減」的。



「進」與「出」之間較量的結果，在中國官方公佈的數據上可見一些分曉。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

局，2023年第三季度，中國的外商投資出現了自1998年有紀錄以來的首次赤字，達118億美元。國

家統計局在2025年1月17日推出的《2024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2%》一文裏提到，「外商企

業投資下降10%」。

「糾結為什麼被裁其實也沒用，」一名今年剛被裁的前外企人感嘆：「今日不同往日了，今日中國

的外企，就像49年的國軍。」

2022年2月7日，中國北京的一座購物中心，新年的傳統舞獅表演。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入鄉隨俗：「變得國企化，就離衰落不遠了」

仔細回想，裁員的信號大多在很早以前就埋在了細枝末節的變化中。比如，公司日常福利。趙檬回

憶，早期，公司會留出活動經費，供員工們去打網球、玩劇本殺，後來這些待遇都取消了，只剩下

三個月一次的下午茶，選品也從「奈雪」「喜茶」和「山姆」等價格相對高些的淪落到了「瑞幸」

「庫迪」等主打低價的低端品牌。

出差的預算也在衰減。林昊恩入職的兩年裏，每隔兩個月會和同事去公司在馬來西亞等地的工廠考

察，但去年年底，公司突然出台了一項措施，要求「非必要不出差」，除非經過領導審批。林昊恩

總結：「其實就是對你的控制變多了。」

「控制」從看得見的東西一路蔓延到了工作日常。趙檬說，公司後來不但嚴查考勤，還會查電腦使

用時間。一名剛剛離職的前外企人表示：「網上說，一等學校抓學習，二等學校抓紀律，當公司也

這樣管無關緊要的事情，就代表它不行了，因為外企獨有的開放、包容、尊重個體、不形式主義的

優點就都消失了。」

10年前入職了上海某公關行業頭部美企的Amanda很認同這個說法，在她的印象裏，公司走下坡路

的標誌，不只是疫情之後大家的「Pay」和「title」（薪資和職位）沒像剛入職頭幾年一樣穩步上

升，還在於公司越來越一言堂。「重大的決策都不會和大家商量，公司業績也不會和大家公示，而

是直接通知結果。」Amanda說。

Amanda入職的這家外企每年年終會進行「performance review」（績效評估），以評定年終獎和

來年的薪資、職位，但從2020年之後，這個環節的評價標準變了，不再以每個員工的業績為參考，

而是領導掌握了更高的話語權。

「比如領導會說，中國和美國的業績都不好，我們中國區域一定要抱團。這樣的結果就是，北京的

業績不好時，上海的業績再好，也只能有難同當。加薪只有意思一下的百分之二，或者乾脆沒



有。」Amanda在公司做了十年HR，一眼瞧出他的用意，「這個領導是北京的，他就想pool（共

用資源或資金）多傾斜北京這邊。」

但在Amanda看來，此舉不是為了給手下的員工謀福利，而是在派系鬥爭中多一些勝算。「這幾年

裁員，很多高管工作了幾十年了還是說走就走，而且每次被裁的基本都是上海這邊的領導，導致我

們這邊越來越沒有話語權，也帶走了更多的業績。」

「他們就是只想犧牲別人來保全自己，」Amanda忿忿不平。為了降本增效，HR主管主動提出取消

上海生育保險和高端醫療保險，但主管本人並不在受影響的名單中。被削減的其他員工福利，轉而

也增加到了主管這裏。

Amanda在manager職位待了四年，但在領導的把持下，能參與的決策很少，收到的pua則越來越

多：「和我說，你找的人不如印度HR多，你的工作內容不如Global HR豐富，都不是一個國家，怎

麼比啊。」Amanda透露，除了「瞞下」，領導們還一直在「欺上」：和Global說謊話。

「他們和Global大吹特吹，說中國的發展多有前景，現在業績低迷都是暫時的，只是因為公司組織

架構不好。」Amanda撇嘴，「然後就會圖窮匕見，裁人、換自己的人，一切都由他們自己掌控。

上面和下面都不知道公司的真實情況怎麼樣。」

而對於這個現狀，大家都沒有爭取改變的機會。外企的工作和生活相對獨立，所有員工之間的聯繫

渠道只有公司郵箱，但郵箱設置了權限，無法越級申訴，如果沒經過審批，連一封to China的郵件

也發不出去。 

有人曾試圖向上反饋「下屬無法加薪」，立刻被請進辦公室；有人舉報領導在公司大搞玄學，擺八

卦盤、風水陣作法，郵件沒出去，就被領導以「架構調整」的名義開除了。

她感嘆：「其實外企如果要發展，真的需要外派老外來中國了。」

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許多人得出一個共識，當外企的管理層被中國領導把控，或者「入鄉隨

俗」學會國企的「毛病」，就證明離衰落不遠了。

林昊恩也遇到過這樣的情況。2022年，他在一家德國外企做審計，和年終獎的大打折扣幾乎是同

步，一些公司文化也在變化。他記得，隔壁部門的領導帶他們出差時，一定要聚餐。在公司裏，他

們是平等的Jacky和Leo，但在餐桌上，酒一端上來，他們就變成了王總和小林。

「他會強迫我們喝酒，如果不喝，就是不給他面子。不只是酒桌文化，他一喝酒什麼話都往外

說。」林昊恩詫異，「外企讓我覺得下班之後我的時間就是我自己的，但這樣讓我很苦惱。」

一名前外企人思考：「這可能是同步的。越國企化越衰落，越衰落就越要國企化。」



2019年4月12日，中國深圳，午休時間，華為員工在他們的工作隔間睡覺。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時代記憶：「它的下限是其他企業的上限」

去年9月，趙檬的同事也離職了，這像一個契機，讓她四個月前被裁員時沒有傾瀉而出的情緒有了

釋放的窗口。哭過之後，再提起公司，她想到的還是它作為外企獨有的優點。

2020年，趙檬本科畢業後來到一家國企，手機24小時待命，週末不能休息；加班費更是無望；獎金

不看績效，全看回款，「相當於行業的風險全讓我們來承擔。」趙檬說。最讓她絕望的是，有次領

導交給她一個項目，時間緊急，她請示：我可以加班來做，但這個項目加班也搞不定。沒想到領導

斬釘截鐵來了句：那你通宵啊。

「我心涼半截。」趙檬說。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只讓她覺得自己像個工具人。「我很愛國，但是

外企的確更遵守勞動法。」跳槽外企後，她才覺得真正享有到了合理的薪資待遇和休假時長在內的

一系列中國法律規定的勞动權益。更重要的是，外企對人的尊重，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保護了她作

為年輕人的「工作積極性」。

被裁之後，林昊恩在小紅書刷到了許多國企人、私企人分享的帖子。有人評論，還是外企好，連裁

員給的補償都不少。這幾年來，一些外企裁員按照最低N+1賠償、員工到手數十萬的新聞頻繁登上

熱搜，同行業的人認為這是外國企業在「惡意補償」，是在「擾亂中國市場秩序」。網友評價：外

企最低給的N+1，是中國法律規定的下限，而這，是絕大部分中國企業的上限。

也有一些外企人試著讓「圍牆」之外的人對外企「祛魅」：外企並不完全像網上說得一樣，是打工

人的天堂，也有它的許多缺點。林昊恩也這樣認為，上一家外企會和每個員工簽訂保密協議，並且

時時關注網絡上的輿論風向，每當捕捉到和公司有關的消息，無論正面負面，都會通過公郵進行敲

打。「時不時就會收到，要我們注意言行。」林昊恩說。

但和國企相比，這似乎有些不值一提，「它並沒有限制我太多，」林昊恩回憶。想到在外企工作的

場景，他越發覺得，外企對「人」的尊重，其實貫穿工作的方方面面。

公司強調，不要輕易「judge」，要尊重每個人的不同，包括「性別的不同、性取向的不同、國家

的不同、宗教的不同」。這不只是貼在辦公室每個角落裏的宣傳口號，還落實在公司的規章中。

如果遭遇歧視，可以直接向法務部門或審計部門舉報，工作人員要積極推進，維護其權益；公司年

終會進行「五維測評」，員工們以此為標準闡述這一年的工作，再交給領導審核，而對其他員工的

尊重就是這「五維」中的一環，測評的結果會影響到年終獎的發放以及職位評定。



「中國很多順直男會說，這個權益聊勝於無，只有性少數群體獲益最大。但其實你從這個規定可以

看出，它保障的是每一個人不受到侵犯。」一名北京的前外企人說，「這一點在中國尤其受用，因

為中國的职场歧視真是太多了，年齡歧視、性別歧視、地域歧視，甚至你gap了一年你就會變成人

下人。」

林昊恩覺得，正是外企對多元文化的包容，才讓他能了解到不一樣的世界。入職之前，林昊恩對菲

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想像，大多來自於簡中平台各網紅博主的描述，以及官方媒體的宣傳。他們不

思進取、能力極差。入職以後，真的和菲律賓的同事接觸了，才發現兩個發展中國家在文化、經濟

等領域在發展進程中的相似性。

「他們說，他們09年的時候，也出現過像我們的火星文一樣的文字時，我都驚呆了。」林昊恩說。

工作中，這些菲律賓同事同樣沒有外界傳得一樣會過於「relax」，拖團隊後腿，相反，他們也能在

緊急項目來臨的時候頂著高壓很快「deliver」出一個結果。

王思諾直言，不是和外國人的直接接觸，讓她們多了些信息渠道，而是在這樣的環境裏，能輕易培

養出一種開放、包容地探索未知、接受不同、理解新奇事物的性格。

今年50歲的劉曉東就常聽到晚輩們的驚嘆，雖然年齡相差幾十歲，但在有些話題上，他們還是聊得

來。他懂得最新的網絡詞語，也會去網紅店打卡。他有些自豪地講：「對於外企人來說，這都正

常。」

2017年6月12日，中國河南省鄭州，城中村重建過程中，建築物在受控拆除期間倒塌。攝：Stringer/Reuters/達志影像

劉曉東在外企度過了奮鬥、結婚、生子等人生重大時刻，也見證了外企給他的故鄉帶來的正向影

響。2000年，劉曉東從國企跳槽了某製造業外企在天津的分廠，負責輪胎生產完的審驗工作。而就

在面試之前，他還猶豫良久，這家公司建在天津沿海處一片極為荒涼的地帶，甚至還不如恐怖劇裏

的場景。至少，恐怖劇裏有樹林，這裏光禿禿的，除了土就是土。坐上開往公司的車，他卻一陣驚

呼。

坑窪的道路變成了六車道，綠化帶連綿不絕地往前長，建好的工廠一個挨一個，空曠的場地上還有

新的廠子在建。他心裏有強烈的預感，這裏會在不久後變得極為繁華，充滿希望。

人們對家鄉的轉變總是津津樂道的，在同事們對工作的自豪感嘆中，劉曉東慢慢了解到了這裏轉變

的由來。1984年5月，中國正式決定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並在此設立經

濟開發區，對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的鼓勵項目實行稅收減免在內的優惠政策，在改革春風的照拂下，

可口可樂、雀巢等知名外資企業紛紛來自駐紮，既拉來了當地的就業機會，也讓整個地帶煥然一

新。劉曉東入職的公司，就坐落在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僅從官方數據，就能直觀感受到這些外企給當地帶來的影響。數據顯示，2014年，天津市GDP總量

在內地城市中排名第五，僅次於上海、北京、廣州、深圳。而外商投資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佔到

39%。

對於生活在這裏的人來說，這些數據也真的會落實到每個普通人的身上。

「就像上個世紀，很多國營工廠會在周圍建立生活區，這些開發區裏也會建起學校、住宅和各個大

商場。」劉曉東說。在他的印象裏，一些高檔品牌總會首選在這裏入駐，這讓他們成為了「見過世

面」的人。經濟的增長帶動了服務設施的跟進，在開發區的某些區域裏，甚至出現了免費公交。

但無論是外企還是開發區，彷彿都有它自身的生命週期。2014年，劉曉東被裁後，又應聘了一家外

企，加班變成常態，待遇不增反減。開發區一同停滯，現在的樣子，和十年前好像沒差。

脫下長衫：「早晚都得挨這一刀」

離職之後，林昊恩沒有留給自己太多緩和的時間，「瘋狂」投起了簡歷。幾年前，在家人的支持

下，他在上海貸款買了一套房，算是高位上車，每月要還的貸款是無法避免的現實難題，存款和賠

償撐不了多久。但他發現，這次找工作，遠比23年疫情剛結束時要難得多。

2023年9月12日，中國陜西省銅川省高鐵健康城，樓房買家站正在一棟未完工的住宅內。攝：Tingshu Wang/Reuters/達志影像

流程變得很複雜。一家外企先讓他做了一輪測試題：三十秒之內，進可能多找出兩張圖的不同；跟

著是性格分析、計算。和網上流傳的「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中哪個不是西遊記中的人物」

這樣的「公務員模擬題」很像，沒有邏輯可言，像是服從性測試。

又一家外企讓他和來自印度、馬來西亞等全球各地的求職者一起群面，前前後後折騰了十個小時。

他實在不懂，為何外企面試都變得這樣難？

Amanda表示，她還在上一家公司做HR時，這個趨勢就已經形成了，由於職位變少、求職者多，為

了篩選，不但對學歷、經驗越來越挑剔，還會設置其他的門檻。

Amanda沒想到，自己做了10年HR，給公司招來了90%的人，竟也會被裁掉。她準備騎驢找馬，

很快簽了家公司。按照正常情況，十年前，通過校招入職時，公司會先簽訂一份三年的合同，期滿

再轉終身制。而現在，公司承擔不起太多的風險，只肯簽一年。

大量被裁、求職困難的現狀讓「外企撤離」的懷疑聲湧現到各個社交媒體上，雖然中國當局在《人

民日報》等官媒和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等公開場合上多次否認了這個說法，並強調「中國仍是全球最

佳投資沃土」，但一些吸引外企的政策，還是從去年起在短時間內連續出台。



2024年2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

案》，聚焦服務業擴大對外資開放；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稱要落實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

「清零」要求；7月18日，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要求深化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包括保障外企在

要素獲取、資質許可、標準制定和政府採購等方面的國民待遇。

在製造業外企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劉曉東認為，這些政策是在規避真實存在的問題：「像是中美關係

衝突，美國加大對中國的制裁，加收中國產品的關稅，這的確是沒法短時間內改變的，但有些東西

要正視，比如疫情封城的時候，中國的工廠說停擺就停擺，這讓外企意識到不能把整個生產鏈都放

在中國，風險太高了。」

經濟學人智庫全球貿易首席分析師尼克·馬羅也在BBC的採訪中稱：外企轉移的一個考量即為「對

國內政策不確定性的擔憂」。

近年來，中國實施了一些列有關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規，這同時也制約了外企在中國的營運。

2023年9月，上海美國商會會長鄭藝對《紐約時報》表示，「公司限制員工將筆記型電腦從中國帶

到亞洲其他國家，這使得從上海管理區域業務變得更加困難。」此外，幫助協調歐洲商會技術政策

的索倫·邁耶補充：「高管們在中國境外時，中國的數據安全法讓他們不再能訪問公司在中國境內

計算機上的某些數據。」

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的顧問研究員關志雄撰文稱，外企撤離中國，還有一個原因是排外情緒高漲。

這個說法在一些案例中得到了證實。據《南方都市報》，自2023年第三季度，脫離自「強生」的科

赴就感受到了中國消費者對日本（品牌）的抵制情緒，所以「不能指望亞洲消費者的情緒有所改

善」，而是要推動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的擴張。

2015年8月3日，中國北京，一架飛機在黃昏時分越過彩虹。攝：Guo Guanglin/Reuters/達志影像

還有不到一週，就是最後期限了。林昊恩的公司辭退人的方式相對也「體面」，給他們留夠了一個

月的時間。但如果3月31日還未找到工作，就會面臨社保斷交等一系列新的問題。現在，林昊恩只

拿到一個offer，來自於他最不想去的民企。

收到offer之後，他曾通過各種方式聯繫到從這家公司離職的人，試著了解它們的調性：加班多、因

加班太晚導致只能打車回家的路費無法報銷、賽道差、內鬥嚴重。和他想像的如出一徹。但他沒有

太多猶豫的空間了，他計畫，如果再找不到理想的外企，就只能去這裏重新歷練。

Amanda感嘆，在外企待了數年，的確會讓外企人的競爭力無法和在其他企業打拼的人相比。一名

前外企人認為，競爭力這個說法，本就是內卷中國語境下的詞彙，「外企的成果難道很爛嗎，難道

只有以生命為代價的卷才行嗎？」



趙檬依然一心求外企，但投去的簡歷全都石沈大海，為了社保不斷檔，只能去一家傳統製造企業做

起了從前不擅長、人人都能做的銷售。入職之初，她還抱有幻想：曲線救國、積累經驗，時機合適

再跳回外企。可這個想法很快破滅。

新職場和外企氣氛差異極大，傳統製造業裏滲透的酒局文化和人情世故都讓她難以融入，忍耐了不

到半年，就主動提了離職。她今年26歲，未來怎麼樣，她也沒想好。

人到中年被辭退的前外企人王建華咂舌，他的積蓄不算少，孩子也已經工作，家裏沒有用錢的地

方。但他距離退休還有數年，還需要接著找工作。他不知道，到達退休的年紀時，退休年齡還會不

會再次增高。王建華已經做好了「脫下長衫」的準備，他明白，在現在的環境下，還能像過去一樣

在尊嚴中工作是不太現實的，「早晚都得挨這一刀。」

但他不由想起下一代人，他們該怎麼克服這場不知持續多久的「陣痛」呢？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